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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制度探究

崔汪卫

摘　要：新冠肺炎的爆发，引起社会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的高度重视。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

当充分发挥其独特优势，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从法理层面具有

充分的理论依据，从实践层面也具有极强的可行性。然而，当前立法并未对此作出较为明确的规定，这给检

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带来较大难度。我国应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立法，扩大野生动物的

保护范围，建立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制度，允许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提出惩罚性赔偿的

诉讼请求，细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强化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监督，实现野生动物

与人类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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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指出：“全面禁
止以食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疫情防控部署坚决做好检察机关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这是检察机关在疫情发生后
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 “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实践探索，此举必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社
会影响。

一、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２００５年因松花江污染破坏鲟鳇鱼等野生物种的生存环境，北京大学法学院师生向黑龙江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要法院判处被告赔偿１００亿元作为生态修复的污染治理基金，以恢复鲟
鳇鱼等野生物种的生存环境［１］。法院对此案并未受理，然而，针对捕捞、猎杀、售卖野生动物的行
为，检察机关是否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一直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
讼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体来说：

（一）公地悲剧理论
“公地悲剧”是由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提出，他从人性的视角分析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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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得出公共利益难以得到应有保护的结论［２］。我国 《宪法》和 《物
权法》都规定国家对自然资源享有所有权。野生动物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人实施
破坏或者损害行为，不仅触及某一个体利益，而且打破应有的生态平衡，并引起传染性疾病的广泛
传播，损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当前野生动物保护严峻的形势迫切需求找到某一合适的诉讼主体代
表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进行司法救济，扭转和遏制 “公地悲剧”局面的出现。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
的代表，出现非法猎杀、售卖、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时应理所当然地站出来，代表不特定多数人利
益阻止非法猎杀、售卖、滥食野生动物行为的发生，并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向司法机关提起保护野
生动物公益诉讼，从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不受破坏，维护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正如有学者所言，
自然资源的保护蕴含公共利益之目的，其具有区别于私人财产权的本质属性，侵害自然资源应当诉
诸于公益诉讼［３］。江必新大法官也指出，检察公益诉讼是解决 “公地悲剧”难题的重要着力点，对
于畅通司法救济渠道、督促依法履职尽责、贯彻损害担责和污染者付费，促进外部成本内部化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４］。

（二）公益信托理论
公益信托理论源于罗马法，是指政府接受全民的委托，对诸如湿地、河流、海洋、野生动物等

资源承担义务性管理职责，维护特定的公益信托用途，任何私主体都不得随意处置此类资源，任何
私主体可以对此类资源进行非排他性利用，并不得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与此同时，政府及其所属部
门在不履行信托义务时，相关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促进其履行信托义务［５］。公
益信托理论为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也是检察机关在提起保
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法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既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也是野
生动物资源的所有权人，其理应担当如下重任：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亲自处理信托事项，并将管
理事项记录在案，向公众公开保护野生动物的相关情况并接受社会监督。一旦出现政府及其所属部
门滥用职权，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保护野生动物的信托义务，检察机关可用自己名义保护野生动
物资源，防止猎杀、售卖、滥食野生动物引发诸如新冠肺炎类传染性疾病，造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和人民生命健康权利的重大损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可视为
“诉讼信托”，即社会公众将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利交由检察机关，一旦发生猎杀、售卖、滥用野生动
物事件或者负有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依法行使保护野生动物职责的，检察机
关便基于这种集体信托享有诉权，以自己的名义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６］。由此可见，检察机关提起
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受到公益信托理论的指引，并以公益信托理论为其法理
基础。

（三）检察监督理论
我国 《宪法》第１３４条将检察机关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检察机关履行

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检察机关可以以公共利益代表人的身份，为维护国家、社会和不
特定多数人利益提起公益诉讼，启动有别于传统诉讼的一种新型诉讼［７］。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全国人
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１３省、市开展在生态环境、国有资产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
开展公益诉讼试点［８］，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７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赋予检
察机关对破坏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安全等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民事公益
诉讼，对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管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监管职责的行
政机关的不作为或者不依法行使职权行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９］。至此，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正式在我国以立法的形式得以确立。根据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３条第１款 “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
家所有”的规定，猎杀、售卖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行为是一种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破坏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依照宪法和法律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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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市场监管、农业、渔政、林业等部门不作为或者不依法行使职权行为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因此，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是其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

（四）诉讼担当理论
诉讼担当是指对他人的合法权利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的第三人为了他人利益，以当事人的身份

向法院提起主张由他人所享有的合法权利所发生的诉讼，诉讼结果效力及于权利主体的一种诉讼制
度［１０］。传统当事人适格理论要求，诉权主体必须是实体法规定主体，且诉权主体与诉权利益具有
密切相关性而不得分离。诉讼担当理论则将诉权主体与诉权利益分开，诉权主体在法律有明确规定
的情形下代表利益人提起诉讼，并由利益人对诉讼后果享有权利或者承担义务。诉权主体被称为诉
讼担当人，其对纠纷享有法定管理权。诉讼担当理论打破了传统诉讼制度的樊篱，赋予第三人在某
些特定的范围行使诉权，防止公共利益损害的蔓延和扩大。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推进，需要通
过法律途径处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检察机关诉权范围和内容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得以不断扩展充实，法律逐步赋予检察机关法定管理权人身份。以民事检察制
度建立较早的美国为例，１９４３年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ｃｋｅｓ案法官法兰克认
为，检察总长可以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此观点被后人称之为 “私人检察总长”理论。为适应本
国政治生活发展的需要，美国检察权的范围经国会授权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检察官依职权对涉及
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１１］。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和 《行政诉讼
法》第２５条第４款即为诉讼担当理论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充当诉讼担当人角色，可以依法对破
坏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行为提起公益诉讼。从立法渊源与立法目的来看，此处 “生态环境和资
源”应当包括 “野生动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
范围”，这些都为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提供主体适格的法律依据。

二、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可行性分析

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既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也是可行的，其具体表
现为：

（一）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
根据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对侵害消费者权益、污染环境

等损害公共利益行为没有提起诉讼的情况下，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根据 《行政诉讼
法》第２５条第４款的规定，检察机关可以对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环境资源保护、国有资产管理、
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等监管职责的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
讼。尽管上述法律条文并未规定检察机关可以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但是笔者认为检察机关
可以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其原因有三：第一，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密切相
关，野生动物的保护从本质上而言就是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猎杀、滥食野生动物
就是破坏生态环境的具体体现。第二，从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脉络和公益诉讼的立法目的视角来
看，上述两个法律条文都有的 “等”字是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不依法履职的延
伸和拓展，只是囿于立法条文无法将其所有情形逐一列出，这一概括式立法方式为公益诉讼范围的
拓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检察机关依据此条文拓宽公益诉讼的范围［１２］。第三，符合党的政策
和文件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 “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这为检察机关探索多种形式的公
益诉讼提供了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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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司法实践积累丰富的经验
域外国家司法实践中都有涉及保护野生动物的公益诉讼，例如，加拿大政府因批准转基因三文

鱼卵生产遭起诉、日本企业修建高尔夫球场影响４类野生保护鸟类栖息地而遭起诉等［１３］。域外国
家提起的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多为民事公益诉讼，与我国司法机关先前审理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从案件性质和审理程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我国检察机关在 《民事诉讼法》和 《行政诉讼
法》修改之前，主要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１０１条 （当时第９９条）对 《刑法》第３４１条规定的非
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近年来仍然有不少非法猎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行为被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例如，２０１９年５月山东省莱阳
市检察院对烟台首例野生动物保护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提起公诉，沈某除处以刑事处罚外，法
院还判处沈某赔偿因非法狩猎行为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１５　６００元，并公开赔礼道歉［１４］。无论
是域外国家提起的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还是我国先前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司法实践，
都为我国检察机关就非法猎杀、售卖、滥食野生动物行为单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奠定实践基础。

（三）检察机关具备的专业优势
与环保公益组织、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公民个人相比，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非法猎杀、

售卖、滥食野生动物行为或者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作为履行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或者行政公益诉讼，其具有特别的专业优势：第一，检察机关诉讼经验丰富。检察机关
素有公诉职能，在证据收集、证据规则运用、非法证据排除、庭审辩论技巧等方面具有丰富的实务
经验和公诉技巧，而环保公益组织、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公民个人在诉讼经验方面无任何优
势可言。第二，检察机关诉讼地位优势。检察机关具备国家公诉人身份，由其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对审判机关发挥更有力的监督作用；由其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能够与被告行政机关平等对话，彰显控
辩平等。相比之下，环保公益组织或者公民个人无法形成对审判机关的有力监督，野生动物行政主
管部门若不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其必将成为公益诉讼被告，无法具备提起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第三，检察机关诉讼成本保障。诉讼主体在诉讼活动中付出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并承担诉讼
产生的败诉风险，这对于自然人来说诉讼可能给其带来经济负担而放弃诉权。但是，检察机关行使
的公诉权，其背后有国家财力的保障，可以提起有质量的公益诉讼，而并不担心败诉产生的诉讼风
险。第四，契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提起公益诉讼往往都是因为某种侵权行为损害的对象为不特
定的众多主体，这些主体不可能逐一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方面是因为诉讼成本和诉讼风险。不特
定的多数受害者所受到的损害往往小于诉讼成本，一旦败诉其又将承担相应的诉讼风险，这使受害
者放弃诉讼的念头；另一方面是因为将过多消耗司法资源。司法机关如一一受理不特定多数受害者
的诉讼请求，将造成稀缺司法资源的过度消耗。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可以避免以上两种情况的
发生。

三、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的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是一个新生领域，亟待从立法层面建构更为严密科学的制
度体系。为此，我们应当聚焦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其内容进行必要增加和修改，
为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提供重要的法律依据。

（一）进一步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
《野生动物保护法》第１条就将野生动物的范围界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没有将其扩展

至所有的野生动物。《刑法》第３４１条规定的罪名有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从 《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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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条的内容来看，其保护的对象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
《刑法》第３４１条的规定作出的解释仍将其保护对象规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而最高法发布的
《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犯罪活动的侵害对象限定
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并以附录的形式列举出相关动物目录。从新冠肺炎的宿主来看，蝙蝠、水
貂等并未在上述司法解释附录所列的野生动物目录中，而猎杀、买卖、滥食蝙蝠、水貂等病毒宿主
给人类造成的危害有目共睹。本文认为，《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和相关司法解释有必要从立
法和司法层面扩大受保护野生动物的范围，将所有应当受到保护的野生动物都列入法律保护的对
象，而不能局限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科研研究、人工繁殖、展示展演等特殊情况需要使用野生
动物或者野生动物制品的，应当经过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非法猎杀、买卖、滥食野生动物和破坏
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

（二）赋予检察机关保护野生动物的检察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理应接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为此，《野

生动物保护法》应当将检察机关检察监督列为其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在
检察监督方面应当增加四个条款：第一，检察机关有权对野生动物保护进行法律监督。这主要是从
整体上肯定检察机关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检察监督地位，为其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开展各类检察
监督活动提供基本依据。第二，检察机关有权提起保护野生动物民事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检
察监督活动中发现任何组织或者个人违反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非法猎杀、买卖、滥食野生动
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规定的组织或者个人不提起保护野生动
物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可以按照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第２款的规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第三，
检察机关有权提起保护野生动物行政公益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检察监督活动中发现市场监管、农
业、渔政、林业等部门不依法履行保护野生动物的监管职责或者不作为，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
议督促其纠正相关行为；对于不纠正相关行为或者造成诸如新冠肺炎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致使国
家、集体和不特定群体利益遭受损害的，可以依照 《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第４款的规定提起保护
野生动物行政公益诉讼。

（三）赋予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
惩罚性赔偿 （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ｄａｍａｇｅｓ），与 “补偿性赔偿”相对应，亦称报复性赔偿，是指因恶意侵

权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严重损害，由司法机关判决给被害人超过其实际损失利益的损害赔偿金［１５］。
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司法传统上遵循 “填平原则”，以损失填补作为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计算标
准。惩罚性赔偿制度源于英美法系国家，此制度通过加重赔偿的方式遏制恶意侵权现象的发生，得
到美、英等国的广泛应用［１６］。诉讼活动具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为被害人提供司法救济途径，二
是阻却未来违法行为的发生。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行，正是这两大基本功能的具体体现，是一种最
为充分、最为完全的赔偿。《野生动物保护法》“法律责任”部分主要侧重于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而忽视民事责任的追究，民事责任的惩处力度往往超过行政责任，让违法者为其不法行为付出
更大的代价。民事责任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赔偿，民事赔偿不能仅限于野生动物的交易价值，还
应当考虑猎杀、买卖、滥食野生动物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程度。这就要求修法过程中不能局限于
补偿性赔偿或者法定赔偿，还更要注重惩罚性赔偿的运用，以震慑野生动物保护的不法行为。鉴于
此，本文建议在 《民法典》第１　２３２条规定损害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的基础上①，增加损害野生动
物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并赋予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过程中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让违法
者对其行为同时承担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进一步强化野生动物保护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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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１　２３２条　侵权人故意违反国家规定损害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四）加强对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的监督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诉权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应当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确保司法尊

严与权威。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强化对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的监督：第
一，增加诉前司法审查程序。当前只要检察机关向法院提交诉讼文书、证据目录和有关证据材料
等，法院就应当开庭审理此类公诉案件。这势必会造成检察机关滥用公诉权而增加法院的负担，无
法实现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此，笔者建议在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之前应当增加
诉前司法审查程序，这一程序似于刑事诉讼庭前会议程序，预防滥诉现象的发生。第二，建立诉讼
外部监督机制。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的体现。法律监
督权的行使并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其也应当接受应有的外部监督，以保证公益诉讼的权威性和公
信力。为此，我们可以借助当前现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全程监督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
诉讼，并对诉讼活动中存在的异议或者错误向有关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诉讼
监督作用。第三，严格规范公益诉讼撤诉条件。检察机关提起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的，不得随意
撤回诉讼；对于违法撤回此类公益诉讼案件的，按照 “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原则追究
相关人员法律责任［１７］。检察机关撤回此类公益诉讼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１）侵害行为已经停止；
（２）撤诉请求应当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 （３）撤诉决定的作出不会损害到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
益；（４）撤诉决定应当提交法院审查并经法院许可。上述三项措施加强对检察机关提起野生动物公
益诉讼的监督，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联合发布。

（五）细化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
在修改 《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之前，可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检察机关提起野生

动物公益诉讼制度固定下来，并细化诉讼程序。第一，从目的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视角理解两大诉讼
法相关条款。从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来看，立法者试图通过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的规定列举出
诸多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类型，然而，列举性规定无法详尽地列举出千变万化的不法行为，猎
杀、买卖、滥食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等行为视同为所列举的行为，检察机关可以对此类
行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第２５条列举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类型时有 “生态环境和资源
保护”的表述，从立法原意和目的来看，猎杀、买卖、滥食野生动物和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
可以纳入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的范围，对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或者不作为，造成国家和社会公共利
益损害的，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第二，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非法狩猎罪打击对象扩展至
“非珍贵、非濒危”野生动物。《刑法》第３４１条除规定有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相关罪名之外，
第２款还规定有非法狩猎罪。司法机关将破坏 “非珍贵、非濒危”野生动物的行为通过司法解释的
形式，纳入到非法狩猎罪的打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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